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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90 年代, 国际上开始注重转化医学的理

念, 其典型含义是将基础研究的成果转化为有效的

临床治疗手段, 强调从实验室到病床旁的连接, 通常

称之为“从实验台到病床旁”. 随着转化医学在医学

研究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 其定义和内涵也在不断

变化和丰富. 有学者指出, 转化医学的概念还有新的

内涵, 即“将研究结果、结论应用到日常健康保健工

作中, 从而更好地预防疾病的发生”. 这是一个将医

学研究成果通过卫生政策普及大众的过程, 即循证

决策. 因此, 广义的转化医学应包括基础研究、临床

实践和政府决策三者之间的双向知识转化. 目前世

界各国对基础研究到临床实践的转化研究投入了较

多的人力和物力, 而对于科学研究到卫生政策的研

究还不够重视. 近几年发表在两本转化医学领域专

业杂志(Journal of Translational Medicine 和 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的 833 篇文章中只有 1 篇涉及

政府公共卫生政策[1].  

在过去的 20 年中, 本团队在健康研究向公共卫

生政策转化的领域做了一些尝试. 通过研究证实, 最

终形成综合报告并推动了相关公共卫生政策的制定

和实施, 这些政策后来也被相继证实有益于我国儿

童的健康.  

1  铅与儿童健康 

铅是一种具有多脏器损害的重金属毒物, 在体

内的理想水平应为零. 儿童发生铅中毒的机会是成

人的 30 倍. 铅中毒的最大威胁是造成大脑不可逆的

永久性损害, 引起儿童生长发育迟缓和智力低下.  

本团队 1988~1996 年在上海开展了铅暴露对儿

童健康影响的一系列研究. 结果显示, 铅中毒已成为

威胁中国儿童健康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同时发

现儿童铅暴露的主要途径之一是机动车使用含铅汽

油的尾气排放[2].  

基于这些研究结果和证据, 本团队于 1995 年向

卫生部提交了一份关于逐步淘汰含铅汽油的提案 . 

随后, 卫生部会同环境保护部门对此提案进行了一

系列的评估, 最终于 1997 年通过了这项提案, 并在

全国开始推广这项立法. 在提案审批期间, 本团队首

先以上海为试点逐步淘汰含铅汽油, 发现上海血铅

水平高于 10 µg/dL 的儿童比例由 1997 年的 58%降到

了1998年的26%[3]. 2000年全国立法后到2006年, 上

海血铅水平高于 10 µg/dL 的儿童比例降低到 6%[4].  

Canfield 的研究[5]显示, 血铅平均水平的降低与

智商平均水平的提高有密切关联, 因此, 逐步淘汰含

铅汽油的立法决策不仅对儿童健康有重要影响, 对

整个社会的发展也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举措.  

2  先天性聋哑 

听力对儿童语言的发展至关重要. 早期治疗有

利于罹患听力障碍的患儿日后语言能力的发展. 新

生儿听力筛查可以通过早期诊断和干预, 防止患儿

发展为聋哑儿[6].  

本团队 2001 年起开展新生儿听力筛查及干预工

作的研究. 结果表明, 早期外耳道的生理性闭塞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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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国家现行的出生后 48 h 内的筛查具有较高的假

阳性率; 进一步研究发现, 如果将筛查推迟到第 3天, 

假阳性率会由 1.3%~1.6%降低到 0.69%[7]; 同时进行

的成本效益分析显示, 进行新生儿听力筛查及早期

干预后, 社会负担会大大减轻[8] .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和效益分析数据, 本团队向

上海市政府提出了将新生儿听力筛查纳入医保范围

的议案并获得通过. 此后这一决策产生的效益也不

断被显现出来 . 2002~2011 年 , 上海的总人口数从

1650 万增加到了 2300 万, 而需要在聋哑学校进行特

殊教育的聋哑儿童从 250 人/年降低到了 0~5 人/年, 

特殊教育学校也由 24 所降低到了 3 所(http://www. 

shmec.gov.cn/web/glxx/listInfo.php?id=14644). 同时 , 

本团队制定的我国《新生儿听力筛查的技术规范》也

经国家卫生部正式发布, 随着这一筛查体系在更多地

区的不断推广, 越来越多的儿童以及他们的家庭从中

获益.  

3  学龄儿童睡眠不足 

睡眠对于儿童来说, 不仅有保障机体复原的作

用, 同时还有调控体格生长、学习记忆的功能. 因此, 

睡眠关乎儿童健康成长乃至未来国民素质.  

本团队自 1996 年以来聚焦影响儿童身心健康的

睡眠问题, 开展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儿童睡眠多

中心流行病学研究, 填补了该领域基础资料的空白, 

率先在国内研制出国际认可的儿童睡眠标准化评估

工具并被推广使用, 规范了国内儿童睡眠研究方法, 

使得研究结果具有国际可比性. 之后, 前瞻性评估了

推迟上学时间对儿童睡眠影响, 从而找到了现阶段

保障儿童睡眠的适宜干预策略. 同时, 以肥胖和学习

记忆功能为切入点, 深入研究睡眠对儿童体格生长

和神经发育的影响, 率先提出慢性睡眠不足对儿童

学习记忆功能的损伤具有隐匿性和不可逆性. 相关

研究结果相继发表在专业领域顶级杂志上, 并得到

国际同行的述评认可[9]. 2007 年提出中小学校作息制

度改革的建议, 推动上海市在国内率先推出推迟中

小学生上学时间的政策, 实现了通过研究推动政府

决策, 保障儿童健康的转化医学过程, 这一政策于

2011 年初由教育部在全国推广.  

以上是本团队在从医学研究到政策制定这条转

化医学路径上一些有益的探索. 与此同时, 本团队也

从中看到这条路上仍旧存在很多障碍和挑战. 其中

最大的障碍是医学科研与卫生政策制定的“分离”[10], 

即医学研究的内容与政策制定遇到的挑战和困难脱

节, 医学研究者更关注新发现和成果发表, 而未能进

一步努力将其转化为政策制定的依据[11].  

有专家认为, “如果不是旨在形成决策, 那么“公

共卫生”研究就没有意义”[12]. 勿容置疑, 从医学研究

到循证决策是转化医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3]. 如何

使医学科研为政策制定提供支撑? (ⅰ) 需要加强转

化医学的教育和培训, 在医学教育课程体系中设置

转化医学的相关课程, 培养出的研究者和政策制定

者能够形成共识、增强互信; (ⅱ) 在政府和科学机构

层面搭建转化医学平台、建立沟通渠道, 有助于研究

者和政策制定者传递、交流彼此的需求和了解反馈, 

使得医学研究为破解政策制定的难点问题提供科学

依据[14,15]; (ⅲ) 建设由医学研究者和卫生政策制定者

共同组成的转化研究队伍进行顶层设计, 针对政策

突破的难点问题设立研究方向, 并对实施结果进行

评估. 这样, 获得的研究成果更能适应最后政策制定

时的需要[16]; (ⅳ) 借助一些良好的社会机构或行业

学会(如中华医学会)的职能优化, 可以形成一个全国

范围内的公共卫生政策决策依据整合平台, 促进由

研究到政策的转化.  

综上, 从医学研究到循证决策的转化医学之路, 

虽然现在才刚刚起步, 还有很多需要完善和改进的

地方, 但随着我国转化医学体系的构建、转化医学平

台的搭建、转化医学研究队伍的建设以及转化医学教

育的完善, 将极大地推进我国转化医学的发展, 为国

家卫生政策制定提供坚实的科学依据和强大的学科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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